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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周易》本体历来有多样化的诠释和理解。本文力图从现时代社会文化生态与《周易》的关联点上对蒙卦作多重含义的进行透析和新解，旨在体察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生机、发展机缘和社会生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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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s been diverse annotations and explanations about Chouyi .The author tried to make analysis about Meng hexagon of Chouyi from the angle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ecosystem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Chouyi ontology in order to see through the inherent vit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e developmental chance and social ecosystem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modern so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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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源头，中国古代的一部哲学专著，以其简单明了的象征性符号特征、朦胧幽深的神秘理论色彩、美妙空灵的艺术情境魅力，给予古今中外智者学人以无穷的遐思，也使他们激发出许多灵智的火花。儒、释、道各家各派都从自身特有的学术背景出发，自其中不断地发掘、摄取滋养自身学术生机的思想精华，从而衍生出对《周易》本体丰富多彩而又颇有差异矛盾的诠释、理解。

在思想日趋多元化、信息日益膨胀、社会张力不断增强的现时代，研习《周易》，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主体自我的境遇出发，以自由的心灵去体察，感悟、诠释、把握其精髓，从而努力求得转识成智的思维和创造的灵感，使自我不断地获得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情感的自得，实现自由德性的通达。

正因如此，对于《周易》的现代研习者来说，如果能结合自我主体存在的情境，从现时代社会文化生态与《周易》的某些关联上、从《周易》之哲学元点上，不拘泥于文字层面的纠结，而是作更多的心灵自由的深思，体察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生机、发展机缘和社会生态，也许会有新的领悟与心得。

本人在对《周易》上经中的蒙卦进行反复研读的过程中，有所感触，产生了对蒙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尽管是很肤浅的，但对于我来说，却又是发自心灵的，是一种哲学自由沉思的尝试。在此作一个努力的表达，以求教于大家。

“蒙”，坎下艮上，   可以对其从物事人事上作动态和静态的分析，从时势经纬之维度上去理解和把握。“蒙”的第一种意思是通“萌”，“童蒙”就是指万事万物之初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事物要发而又未发，欲启而又未启。人作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也必有一个本初状态。因此，易所说的“童蒙”，也就又可以具体用来观照人的本初状态。第二种意思是指人的无知无识、不明事理。是一种主体无觉醒意识、无明确目的的蒙蔽或“受”蒙蔽状态。第三种意思是指人对他人采取的某种野蛮或欺骗的行为。对于“蒙”之在人在物，如何以对，则可以有许多合乎个体情智和际遇的理解。

一

作为万事万物之初始状态的“蒙”，谓之曰“童蒙”，《序卦》：“物生必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1]实则是万事万物的初成之基，关系着其生存发展、兴衰成败。治物如果能明白事物初始的情形，了悟其原初的事理，便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许多初生之事物，初生时其事理必然内隐，就其本身而言，它一方面还没有足够的表现能力，无法在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得到充分的展现，还处一种萌动的、弱小的、含而未放的、甚至是与世奋力相争的阶段，需要人们关注它、认识它、理解它、引助它、启动它或有效地控制它、疏导它，从而使其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或能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正因为其将要萌发而又未达，因而，就象《彖》之所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 [2]，是事物需要“我”去引助、启动或去控制、疏导，而不是“我”执意要去求之动之；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在这个阶段上还很隐晦，没有充分展现，因而“我”可能对其的认识还处于初级的甚至是无知的层面上。既然“我”对其是无知的或认识不足的，对其存在之价值没有一个基本的觉悟或客观的评价，那么，即使其再美再好，“我”都必然不可能会对其孜孜以求。

这里涉及到一个人们对事对物之“童蒙”价值的认识和判断问题。现代人在面临诸多关系自身生存发展的隐性、萌动、初始的事物的时候，往往对其缺知少觉，不明利害，容易忽略对其潜在的正负面价值的正确判断，因而不能很好地对其施以能动的影响，也就很容易造成许多良机的丧失或形成某些灾难性的后果。如SARS病毒对人类的恶性的报复，其爆发的整个过程就将事物之“童蒙”对于人们的重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设若在这种病毒初发期间即其处“童蒙”之际，通过良好的发现机制发现它,并能有效地朝有利于人类的善性的方面引领它、控制它，那么,就不会造成如此多人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万事万物之“童蒙”，即使虽非“我”求，但“我”却不能对其淡然漠然，而应该“志应”之。孔子主张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知”，要穷物之理而获取知识以治物，也就含有对万事万物初成之基的穷而“格”之的深层意蕴。只可惜中国传统哲人并没有真正将这种格物精神凝注于对万事万物及其始基的更广更深的研究、探讨、认知和开发上，而大多只是将其囿于对义理、人伦等道德关系的探讨范围内。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调也更多的是强调天人合一，忽视主客二分及主体性原则，因而形成了较深厚的存在论根基，而分析式的思维对于以讲究主客二分、讲究主体性原则为主流的西方传统哲学来说却较为贫乏。这就是为什么在对万事万物的初成之基的追问、体察、开启方面，以至在近代科技发展上中国都明显缺乏西方的那种强势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现代西方哲学家如尼采、狄尔泰、伯格森等人由于现代西方科学的发达和物质文明的昌盛达到极端而导致人的“异化”这样一些原因，起而反对主客二分，并反对与之相连的主体概念和主体性原则，推崇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但从中国科学技术还尚不发达、物质文明还远未强盛的今天的实际出发，我们还仍然要强调坚持主体性原则，充分发挥主体的意识能动作用，要强调对事物及其事物之 “童蒙”的主体性认知，从而能够正确地判断其正负面价值，以明其“蒙”之义使之归于理，以求其“蒙”之用使之抵于成。而不能盲目地苟同于西方。

二

人是万物之灵，是一种特殊的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就其具体性和现实性上来说，它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类群的人，其“童蒙”时期如何，这不是在此要重点讨论和思考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人是客观世界的实体存在，对其“童蒙”状态的认识把握、对其发展的引助、启动，对其潜在能力的开发、挖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不得不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对于人的“童蒙”状态都进行了探讨。并且在如何对待人之“童蒙”上，也各有自己的教育主张。西方传统哲学家较注重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考察人之“童蒙”。如洛克著名的“白板学说”，就包含了他从认识论意义上对人的“童蒙”状态的认知。在他看来，人之初，就如同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和能力，都须得从后天来摄取。而中国传统哲学家则较注重从道德意义上、从人性上来考察人的“童蒙”。有的人认为人之初，其性本善，有的人认为其性本恶，有的人认为其性本善本恶，而有的人则认为其性本无善无恶。孔子特别注意考察人的“童蒙”，重视启蒙教育，认为人非生而知之，人之初，性相近，作为教育者，要善于通过教化，使之能做到学而时习之。他还提出了有教无类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启蒙教育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补充孔子“不愤不启、不菲不发”教育思想与本文的关系）与这在当时奴隶社会的文化背景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彖》是否为孔子所作，学术界说法不一，但至少在其中必定有孔子的思想。而在《彖》中，就有推崇启蒙教育的明确提法，即：“蒙以养正，圣功也”[3]。集太谷学派易学之大成的刘大绅在《贞观学易》中也就这种圣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蒙未启之前，无所谓邪正美恶也，邪正美恶皆视养之者如何耳，故虽蒙，而可以为圣为贤者，皆养之以正也，故为圣功也。” [4]]这就把开启“童蒙”的启蒙教育，提高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被称为中国“蒙学”之冠的《三字经》，可以说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它不仅强化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伦理道德理念，甚至还通过教化劝导的方式，提出诸如子不教，父之过之类的追责条款，极力使人们明确自身所应负有的启蒙教育的责任。

从人之“童蒙”这一特殊实体出发，我们又可以对蒙卦中的“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5]]作一个更为具体的理解，即：处于“童蒙”中的人，欲去昧求明，就需要受到来自于“我”的教育、帮助。而不是“我”好为人师，要去求而教之。这里的“我”泛指教育者、启蒙人。在此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师道尊严这样一种典型的教育伦理道德观念。它从单向上明确地强调了“童蒙”者对“我”之需要，强调了“我”之上位，而没有从“我”的角度作相应的要求。并强调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6]就是说，初次祈问施以教诲，接二连三地滥问是渎乱学务，渎乱就不予施教。从这一观念上，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中国传统主流哲学忽略人之主体性的渊源。《彖》之作者在这一点上虽然有所圆融，认为二者应是“志应”即志趣相合的关系，但总体上还是认同这种教者上位之观念的。站在现代教育的基点上来看教与学的师生关系，则应在传承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童蒙”之主体性的挥发。一些学校提出的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也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的社会文化生态背景下，“以生为本”，提升学生主体地位的一种现代教育理念。

人之“童蒙”教育的内容方法、目标模式、物质条件、科学水平、文化背景、生态环境等等如何，直接关系到个体素质的提升、关系到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由此也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积聚。中国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在大范围内扫除了文盲，这可以说是对世界教育的一个巨大的贡献。也大大地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实力。中国当代伟人们也都从各自的环境条件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教育发展思想观念、方针政策和战略目标。这些对我国的启蒙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在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上，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就及时提出了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三个面向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在当今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教育时空中，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逻辑严密、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这一奇妙科学的构想，契合时宜，全面地适应了中国教育从基础的“童蒙”发展阶段向更高层次飞跃的全新要求，高度概括了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一切方面，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在新时期的全新境界。第一，三个面向，从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突出了人才培养的现代化。新时期向我国教育发展提出的一个最突出的要求，就是教育必须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为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服务。实际上，毛泽东很早提出了教育要为经济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一系列科学的教育发展原则，但限于社会历史条件，在新中国教育发展的“童蒙”阶段，他还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从现代化这一更高层次提出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中国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教育也必须适时地由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转化。邓小平正是着眼于时代，及时把人才培养的目标界定到“面向现代化”这一更高的战略层次上，使毛泽东提出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原则在新的时期得到了升华。站在这个高度，就能提高人才的质量规格，同时，又由于其以现代化实际要求为依据的，因而还能够避免教育发展的盲目性，增强教育的效益，第二，三个面向，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实际出发，突出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当今的国际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与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交流日益增多，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在逐步增大，中国许多企业和有识之士也都纷纷加入到了国际竞争的行列。然而，中国跨国人才十分短缺的，一些企业由于没有自己的跨国人才储备，迟迟走不出国门，结果错失了许多发展良机。邓小平正是从中国国际化发展的高度透视到这一急迫的需要，把人才培养的目标延伸定位到了更广阔的空间上。只有在这样广阔的空间，教育发展才能够扩充更为丰富的内容。第三，三个面向，从未来社会发展的大势出发，突出了人才培养的世纪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整个国家民族的潜在能力得到全面的开发，就必须从时间的维度上来把握教育，培养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大势的新世纪的人才。邓小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人才培养目标界定到面向未来上。而只有着眼未来，教育发展才能够增加更多先进的理念。邓小平这一教育发展的人才目标模式，如今已深入人心，在中国教育的各个层面上都得到了贯彻。而这种贯彻要达到最佳的效果，恐怕首要的还是得从娃娃抓起，因为，如果“童蒙”问题解决得好，一个人的初始之基打得扎实，后面其他时段教育的收获就会更加丰实。

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尊重客观规律，讲究方式方法，是实施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许多学校、家长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片面追求升学率。这种应试教育的做法，违背了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基本的教育规律，往往反而会无助于“童蒙”潜存能力的合理开发，特别是容易扼杀、泯灭“童蒙”者的创造天性，形成启蒙教育效益偏低的社会硬伤。正因如此，目前在我国，加速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进程，应是启蒙教育合理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

人之“蒙”，从逻辑上看，其内容必然包含人的“童蒙”。在此还有必要再从更普遍意义上对其加以考察。按照周振甫的注释：“蒙：指蒙昧，不明事理。”[7]对于“蒙”的这一含义，中西方哲学都有广泛的探讨。大体上，这种探讨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从本体论上认识 “蒙”。“蒙”的状态、形成机制、发展规律等都是被研究讨论的内容。二是从方法论上探索去蒙求明的途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在对光与影深邃的哲学沉思中来体察人的这种状态的。他用其著名的洞穴之喻，来描述人的无知和蒙昧。认为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就象被困在洞穴里的人，只能见到从他背后映照到面前洞壁上的反影，而见不到洞穴外明亮的太阳。他所说的太阳，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理念的智慧之光。人们要解除无知、蒙昧，就必须走出自己的洞穴，去追寻和秉承这种真正的智慧之光。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释、道都对人之“蒙”进行了解析。荀子追究人之“蒙”产生的原因，认为，“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8]认为世人的蒙昧，都是因为客观上有古今、远近、利害、成败等差异，因而容易使人只见一面，而不见另一面，主观上又往往受私意、偏爱左右，因而有限、相对的精神主体多有所蔽，人要求明，就必须解蔽。怎样解蔽，儒家大多是从立的方面入手的，荀子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9]强调通过积累，扩充善的过程，提高认识，培养德性，以达到“天地官而万物没”[10]的境界。孟子讲，要尽心知性知天，扩充善端，配义以道，以养浩然之气。而道家则强调破，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11]这里所说的损，就是要破。庄子言心斋、坐忘，以为只有破除人为其所蒙蔽的那些知识经验，破相对、有限，才能超名言之域，从而也从破入手解蔽。佛家谓众人是佛，只是尘世之人，为情为物所累，其心为其欲所蔽，以至蒙昧，要见性成佛，就必须定慧双修，求清静求放心，方可去蒙，臻于佛境。因此，他们实际上也是从破的角度来强调去蒙蔽求通明的。冯契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也就人们往往困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这样的“蒙”态提出了自己的解蔽主张，认为要打破一曲之蔽，就要“使心灵‘虚一而静’（《荀子·解蔽》），用辨合、符验的方法进行分析、批判，这样是可以把握客观的全面的真理的。”[12]（〈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443-444页〉并认为，人要通过凝道成德、显性成道才能达到转识成智的目的。

必须看到的是，人之“蒙”，是人作为主体先天或后天尘蔽的状态，对于人这一主体来说，他对“蒙”的形成，并不能主观地选择或拒绝，而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来讲，作为与无限多样的客观世界对立的主体，每一个人都实际地处于对无限多样的事理蒙昧无知的状态之中。客观世界的这种无限多样性决定了人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广泛意义的“蒙”。如果说人要解蔽，也只能在人生存的有限时空范围内、在一定分寸上解蔽，而这种解蔽不过是对浩然世界极其渺小的细节的明了。正像西方古哲所认为的那样，人越有知，就越知自己之无知。人不可能主观地控制和左右自我之“蒙”而做到全知全能，然而又不得不去求知求能，这是伴随人生命全过程的无解悖论。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不会因为自己不能全知全能而焦虑、烦恼，他完全有理由更为乐观、旷达；人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无能而自足自得，他同样没有理由不为求知求能而更为勤谨进取，因为就象《周易》“蒙”的六四爻所说，“困蒙，吝”[13]，即困于蒙昧，是不利的。

四

“蒙”作为人的我在对他在的指向性行为，是指人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主体性行为，可作为“蒙”的另类含义来考究。在这个意义上，“蒙”往往与人的我在对他在的野蛮、欺骗等不良恶行联系在一起。“蒙”的上九阳爻曰：“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14]这里言说“蒙”，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人对他人、他国的一种野蛮恶行。因而，对人的这种“蒙”，要击而去之。一般的方式是要通过育德、坐忘、法治等方式来消除它，而极端的方式则是要通过战争来解决。《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15]山下出泉水，是蒙卦，君子以果敢的行为来培育人的品德。这就是要求以育德的方式来除去这种人“蒙”的恶行。儒家从入世的角度劝告人们要通过内省、修身等方法消除人之“蒙”的恶行，从而使其达到致良知以至内圣外王的目的。道家从出世的角度导引人们物我两忘，以此消弭人之“蒙”的恶行。法家则主张运用法治，采取法制、刑罚等手段限制人之“蒙”的恶行。这些方法，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约束、消解人之“蒙”的恶行。而通过战争击“蒙”，则很可能会陷入以“蒙”制“蒙”的困难之中。因而“蒙”的上九爻认为，攻击蒙昧，作为侵略是不利的，作为抵抗侵略是有利的。因而实际上是反对通过战争来消灭蒙昧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里较西方人来说，少了许多攻击性，也许可以从这里寻找到一些渊源。从当今的世界来看，恐怖主义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毒瘤，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文明与安全，可以说是人之“蒙”的恶行最集中的体现。但是，即使对待这种恶行，以战争来解决，也不能不慎重。美国的反恐战争，也可以说，事实上已陷入到了以“蒙”制“蒙”的险恶境地。 

对“蒙”的这些感悟，只是截取《周易》“蒙”几个细节，从与现代社会的关联点上作了一些考量，而没有对“蒙”的全部去作整体的把握。在现代学习型社会的建构中，我想这种思考也许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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